   “符号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理论检视※
摘  要：受索绪尔符号学的影响，巴特、列斐伏尔、鲍德里亚等消费社会理论家认为，消费社会中消费的涵义发生了转变，它超越了经济学意义中对物品使用价值的占有，成为一种对意义关系的占有，即符号性消费。他们进而将对消费社会的符号学批判纳入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范畴之中，试图开创“符号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他们提出的“符号消费”、“符号价值”、“符号的政治经济学”等范畴，颇具时代性，但试图将“符号的批判”替代马克思的商品逻辑批判，尤其试图消解使用价值的现实性，是其理论舛误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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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开篇部分就基于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对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因子”的商品进行了批判，在此基础上，他将商品逻辑的批判深入到资本逻辑的批判上，完成了浩繁的资本批判之旅。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延伸性，它构建了从商品到资本再到整个政治经济学的立体的批判框架。当历史进入西方学者眼中的消费社会时代，一些消费社会理论家认为，随着消费在社会生活运行中重要性的逐步提高，以及相应地其内涵和外延的不断演化，关于它的讨论已经不再仅限于经济学范畴，而是扩展到社会文化生活领域。一些消费社会理论家，更是将其看作一个不同于马克思时代的“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的到来，他们试图借用符号学能指与所指的意指关系理论，来探讨一种符号学“新范式”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这种“新范式”是否超越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问题颇值得我们深入分析。

一、消费社会的兴起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符号学新语境”
从20世纪中期开始，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革新、企业经营管理方式的改良完善以及人力素质的不断提高，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获得了飞速发展。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一项新的社会变革出现了，这一变革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并带来了全新的文化体验，这就是消费社会的兴起。对于消费社会，学者们尚没有达成一致的观点，一些学者并不认可消费社会这样的称谓。有些学者则旗帜鲜明地将当下社会称作为消费社会，并阐明了自己的一整套消费社会批判理论。例如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马尔库塞曾明确地将二战后的资本主义称作 “消费社会”，并通过对技术理性、工业文化、虚假需求的批判，深刻地揭露了消费社会的统治逻辑。英国著名社会学家鲍曼提出，如果对于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的我们的先辈来说，他们的社会是一个“生产者社会”的话，“我们的社会在根本上是一个‘消费者社会’”。[1](P77)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评论家詹姆逊也曾提出，当下资本主义可以称作为“现代化、后工业或消费社会、媒体或大观（spectacle）社会，或跨国资本主义”[2]。“后现代主义的牧师”鲍德里亚更是将自己的一部重要作品直接命名为《消费社会》，并通过系统、全面的阐述，发展出一整套的消费社会批判理论。倡导消费社会的学者们普遍认为，当下社会已经从以生产为主导的社会转向了以消费为主导的社会，而且这种转向引发了整个社会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的转变。
消费逐渐成为整个社会的主导环节，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众所周知，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为了保证生产可以不断地扩张，以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普遍主张要节制消费。在那个时代，抑制消费是资本原始积累的必然选择。正如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所描述的那样，勤俭节约是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重要途径，崇尚勤俭节约构成了所谓资本主义精神的重要方面。直到19世纪中后期，资本主义生产的日益增长与消费的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成为阻碍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此时的经济学家们开始反思消费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并进而从微观层面展开了对消费重要性的探讨。边际效用价值论、有效需求不足理论等，都是这一方面的代表。[3]可以看出，随着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人们对消费的态度和认知也在不断地发生改变。人们总体上开始越来越重视消费的作用，并将其放到极其重要的位置加以讨论。
到了上世纪中期，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进一步膨胀，绝对的物质贫乏已不复存在，消费在社会运行中的作用更加突出，以至于人们对消费的态度又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这使得原本意义上的消费的内涵与外延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消费原本从属于经济学范畴，是指对物品的使用价值的占有和摧毁。而在消费社会时代，消费跨出了经济学范围，开始由单纯的生理行为和经济行为转变为具有社会文化意义的活动，成为了人们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的直接体现。消费社会中的人们，有时并不只是购买那些可以满足他们的生理需求的物品，他们还会购买那些可以满足他们的心理需求的物品，通过购买一些物品向别人传递他们的个性特征与社会身份。正如列斐伏尔所说，此时的消费行为成为一种“符号消费”，成为一种对意义关系的消费。对于消费本身来说，正如鲍德里亚所说，它成为“一种[建立]关系的主动模式（而且这不只是[人]和物品间的关系，也是[人]和集体与和世界间的关系），它是一种系统性活动的模式，也是一种全面性的回应，在它之上，建立了我们文化体系的整体。”[4](P222)对于消费者来说，他们则成为“感觉追寻者和经历采集者，他们与世界的关系主要是美学上的关系：他们把世界视为感觉的食粮，即各种可能经历的策源地”[1](P91-92)。
按照这种观点可以说，当人们看到琳琅满目的商品，不如说看到的是琳琅满目的符号，丰盛、富裕其实只是代表了商品的符号的堆积。在商场、杂货店、繁华的购物街，到处陈列着丰盛的符号，诱惑着人们进行消费的不再是某一种物品，而是所有这些物品演变而成的符号体系。电视广告也是如此，广告不是为了让人们去真正地理解、参照外界的物品，而“只是把作为符号的符号让我们消费”[5](P9)。因此，在消费社会中，不能再将需求理解为某一物品的有用性对人们的满足。因为在消费社会的符号神话中，“无论是在符号逻辑里还是在象征逻辑里，物品都彻底地与某种明确的需求或功能失去了联系。确切地说这是因为它们对应的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可以是社会逻辑，也可以是欲望逻辑——那些逻辑把它们当成了既无意识且变幻莫定的含义范畴”[5](P48)。
基于此，消费社会理论家认为，如果在马克思看来，商品是神秘的、无处不在的，那么当下符号也是神秘的、无处不在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在商品社会中，感情、文化、知识、甚至人自身都可以成为商品，那么在符号统治的时代，“同样的，今天所有的欲望、计划、要求、所有的激情和所有的关系，都抽象化（或物质化）为符号和物品，以便被购买和消费”[4](P224)。他们进而提出，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语境具有了强烈的符号学特征，要将其转向符号学的批判。
二、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转向“符号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在西方学术史上，符号学一直是一门重要的人文科学，在20世纪下半叶，随着结构主义思潮的兴起，符号学逐渐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热点。一般来说，瑞士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常常被看作现代符号学的思想源头。索绪尔将语言学的研究对象确立为语言符号，把语言理解为符号系统，进而将符号系统分解为所指与能指两个彼此对立的部分，为以后的符号学研究确立了基本的理论框架。后来者如列维-斯特劳斯、罗兰·巴特等结构主义学者继承和发展了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并将其运用到社会研究和社会批判中，开创了一个强大的符号学思想流派。
作为消费社会批判理论家的杰出代表，罗兰·巴特、列斐伏尔、鲍德里亚等人，借用索绪尔关于符号的所指与能指的意指关系理论，提出将符号学应用于社会批判之中，将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对资本主义社会现象进行符号学式的经济学批判。

作为现代符号学的创立者之一，巴特不仅因为提出了符号学的一些基本理论而闻名，而且由于大力推动将符号学应用于社会分析使其进一步成为著名批判理论家。在巴特的批判理论中，到处可以看到他运用符号学工具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批判性分析。

在《神话——大众文化诠释》一书中，正如马克思把资本主义世界中的一切都看作为商品那样，巴特将资本主义世界中的任何东西都看作是“神话”。例如，书籍、电影、运动、报告、广告等，它们都是神话的载体。所谓神话就是一种符号系统，是一种意指形式，它不借用其讯息的客体来定义，而是以它传递讯息的方式来定义。资本主义正是依赖由各种现实载体组成的神话（符号系统）来进行社会控制与意识形态的欺骗。巴特分析说，如果把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各种神话都当做消费品，把人们当做消费者，那么人们实际上不是在消费神话背后的载体，而是在消费一个个符号系统。他说到：“任何符号学系统都是一种价值系统；不过，神话的消费者把意指当做一种事实系统，神话被当做一种事实系统来阅读，而实际上，它不过是一个符号学系统。”[6]
在之后的《流行体系——符号学与服饰符码》一书中，巴特以时装为例，运用符号学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物”与“符号”的关系，并进而分析了它们转换关系背后所反映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制。巴特首先区分了真实服装、意象服装与书写服装。真实服装指称服装的现实有用性；意象服装指称摄影和绘图等形体特征；而书写服装则仅仅指称流行，它以符号的形式体现出来，并内含着一种意指关系。时装杂志就是典型的书写服装，它不是真正的作为“物”的服装，而是作为一种表达流行意象的“符号”的服装。从某种程度上说，巴特在这里实际上已经开始从符号本体论的角度来看待时装的书写系统，并将其视为了一种“去使用价值”的符号意指系统。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意义否认实体抽象的内部价值，这种否认或许就是流行体系最为深层的功能。”[7]
巴特的符号学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列斐伏尔。借助于巴特的符号学理论，列斐伏尔提出，在“消费受控制的官僚社会”中，广告等大众媒体运用夸张的手法、美丽的言辞，通过符号的形式向人们展现着各种各样的消费品，以至于到处都充斥着符号、一切都表现为符号。此时的消费已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消费，购买物品不再意指对物品使用价值的占有，而是一种对意义关系的占有。列斐伏尔把这种消费称作为“符号消费”。以购买汽车为例，“汽车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它代表着舒适、权力、权威和速度，除了实际用途，它被作为一种符号而消费”[8](P102)。随着消费涵义的转变和符号消费的大量蔓延，所有消费活动都与符号发生了关联。“所有可以被消费的都变成了消费的符号，消费者以符号，以灵巧与财富的符号、幸福与爱的符号为生；符号和意指取代了现实，因而诞生了大量的替代物，大量的变形物，除了令人发晕的旋转的漩涡所创造的幻觉外，什么也没有了。”[8](P108)
列斐伏尔提出，由于大量符号和符号消费的存在，语言的能指与所指之间发生了根本断裂，符号的“现实指涉物”消失了，世界只剩下飘忽不定、毫无意义的能指（指称符号）。表面上，符号似乎暗含了大量的信息，但实际上消费者并不能从符号信息中获取任何意义，语言和符号异化为超现实的存在，创造了新型的“恐怖主义”。符号拜物教因而也随之诞生了。当“消费受控制的官僚社会”中只剩下符号消费和符号拜物教的时候，传统的革命方式也不再有效，而只能求助于符号学革命即“诗性的语言学革命”了。  
作为列斐伏尔的弟子
，鲍德里亚旗帜鲜明地将符号学同政治经济学批判结合起来，明确提出要构建符号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

鲍德里亚首先从物品的存在方式与消费的内涵转变入手，对消费社会进行了符号学式的解读，在此基础上初步展开了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的研究。他认为，在消费社会中，一方面，物的存在方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物走向了功能的零度化，物品系统演变为符号系统，符号成为整个社会的唯一在场；另一方面，消费的内涵也发生了转变，消费不再是对物品使用价值的占有，而成为一种操控符号系统的活动，即成为符号消费。消费社会演绎着符号的神话，散播着消费平等的谎言，它通过大众传媒操纵下的信息符码布置着意识形态的陷阱。由于符号改变了消费社会的存在与运行方式，因此，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历史语境也发生了改变。

鲍德里亚认为，如果传统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是商品的逻辑，那么，在符号学的新的历史语境下，政治经济学关注的应是符号的逻辑。这种新的政治经济学可以称之为符号政治经济学。如果说对商品的分析主要包括对其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分析，那么对符号的分析就应该包括对能指与所指的分析。因此，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实际上应该包括商品的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以及符号的所指与能指这两套术语。而其主要的任务则是对符号的能指与所指进行批判。这是因为传统政治经济学的任务是批判商品逻辑，而在符号大行其道的消费社会中，商品化约为符号而存在，对符号逻辑的批判实际上已经暗含了对商品逻辑的批判，因此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要指向是符号逻辑。

三、“符号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学术意义与理论舛误

不得不说，上述理论家们敏感地把握了当下资本主义的时代特征，提取出“符号”这样一个具有统摄性的批判范畴，并将其纳入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学术视域中。但他们过度“拓展”消费在人的精神和心理层面的意义，过度夸大符号的批判有用性，导致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具有鲜明的唯心主义色彩，并最终陷入了符号本体主义的虚无之境。

首先，他们提出了符号价值的概念，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学术性。不论对于巴特、列斐伏尔，还是鲍德里亚来说，他们眼中的消费品都不再仅仅是承载了物的有用性的被使用者，而且成为一种象征着社会身份和文化意义的符号性物品。用政治经济学的话语来讲，在消费社会时代，随着物品系统演变为符号系统，物品的使用价值变得不再重要，物品所具有的社会学象征意义开始取而代之成为其存在的首要意义。由此，他们正式提出要用符号价值取代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在商品范畴中的决定性意义。

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巴特提出了“神话”这一概念，列斐伏尔提出了“次体系”和“符号消费”的概念，鲍德里亚则更直截了当地提出了“符号价值”这一概念。鲍德里亚甚至借用美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凡勃伦的“炫耀性消费”的概念，论证符号价值的有效性。在凡勃伦看来，炫耀性的消费不是为了得到物品的有用性，而是为了得到物品所表征的社会价值。例如，仆人的功能不仅仅是进行生产和工作，其另一个功能就是站在主人身旁，显示出主人是个用得起仆人的人。可以看出，作为一种物品，仆人的功能并不是经济上的，而是像夸富宴中物品的功能那样，他们表征着一种价值的等级秩序，表征着一种阶级的或阶层的社会制度。鲍德里亚据此说到，由此看来，对物品的把玩，实际上表明了人们在用自己的方式把玩着符码，用自己的阶级语言言说着符码。鉴于此，要避免对物进行现象学的分析，而要采用社会学的分析方法，用符号学的理论对物品和消费进行意指关系层面的经济学分析。
其次，他们提出要对符号逻辑进行批判，主张构建符号拜物教批判，具有一定的学术参考意义。在他们看来，消费社会中，符号逻辑成为经济运行的基础逻辑，相应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对象就指向了符号的意指关系，而拜物教的批判也有商品拜物教转向了符号拜物教。“拜物教事实上与符号—物联系在一起，这之中物被抽空了其实体与历史，被缩减为一种差异的记号和整个差异体系的缩影”[9]。他们还认为，长期以来，人们并没有真正地去关注符号拜物教这个问题，因此没有实施过有效的符码反抗。非但如此，在物欲横流的消费社会时代，在符号逻辑的操纵下，人们心甘情愿地领受着符号世界中无尽的沉溺与享乐，在不知不觉中认同着符号运作的合法性。符号拜物教以一种更为隐蔽的方式，有效地实施并完成了对人们无意识领域的操控。
尽管符号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具有一定的学术和理论意义，但是，其理论的极端性与片面性也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通过运用符号学的理论，消费社会理论家们将现代物品世界全部打包，放入了所谓的符号空间中。他们完全抽取掉了实体的物的现实内容，使其全部作为符号而存在。这种建立在符号的意指逻辑之上的分析方式，完全背弃了马克思关于商品的使用价值是其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和价值的物质基础的科学论断，将使用价值在商品中的作用完全屏蔽掉了。按照他们的观点，如果说物品还有使用价值，那只能是它在符号系统中作为排列组合的一个项的功能，除此之外，再无别的实用性功能。在这种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的思维中，一方面，他们毫不关注现实物的在场与否，另一方面，他们却又先验地赋予符号—物以存在的合理性。这是典型的神秘主义思维。在这种思维中，物品由于它具有可以融入一个整体中的功能，而神秘地消失了，变成了看不见、摸不着的空幻的符号。对此，我们只能说，这是他们借用符号学这个道具，对物品进行了“变戏法”：由于所谓的消费社会的来临，转眼间所有的物品都被变没了。

符号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困境还在于，由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由商品维度转向了符号的维度，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批判也“失去”了理论意义，拜物教批判也要转向符号的拜物教批判。事实上，所谓的符号拜物教，是建立在虚幻的符号学推论的基础之上的，这种符号学推论抽走了商品的物质载体和真实内在，将其仅剩为一个符号的外壳。这样一来，也就意味着将整个资本主义的神秘统治规约为了一种意指逻辑的操控过程。这种脱离了现实根基来研究资本主义运行过程的分析方式，必然会丧失一切现实的合理性，最终滑向符号本体主义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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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鲍德里亚很少公开承认列斐伏尔对他学术成长的影响，对巴特却推崇有加。事实上可以看出，鲍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显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列斐伏尔“符号消费”、“符号拜物教”思想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对列斐伏尔思想的直接继承和发展。





